中国是美国的外交依靠？
“中国，中国，中国。从朝鲜开始，然后扩展到达尔富尔。现在缅甸我们又需要中国。下一个有可能是刚果。中国已经变成了国际政治最新的意外……”10月2日，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在《国家利益》在线网站上评论布什政府近来一系列外交举措的基本思路是“等待中国”。无独有偶，10月7日的《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看看谁是焦虑年代的修补专家》。文章写道：“在国内四面楚歌、在伊拉克深陷泥潭、眼看当总统的日子就要到头的乔治·布什终于在一个难以置信的地方找到外交依靠：中国。”
这两篇文章所指的都是相同的问题。朝鲜核问题，在北京刚刚结束了新一轮的六方会谈。会谈已经消除了原则性的阻碍，剩下的只是朝鲜去核与六方提供援助的技术性问题。美国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希尔乐观地估计，在年底确认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之后，美朝可以在明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庆祝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达尔富尔问题，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外交努力。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进驻冲突地区，维和部队司令部宣告成立。缅甸问题，中国为缓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做了很多外交斡旋工作。缅甸政府同意接受联合国特使的访问。
环顾布什政府在全球的外交处境。伊拉克，巴格达周边的恐怖警报还没有解除，原本平静的北部地区也被枪声打破。揭开这口锅盖的又是美国人自己，10月10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将1915年土耳其境内大批亚美尼亚人被害事件定义为“大屠杀”，愤怒的土耳其政府不仅召回了驻美大使，而且发起了忍耐已久的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进攻。伊朗，10月16－17日，俄罗斯总统普金借里海沿岸国家峰会的机会进行了访问，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对伊朗基于和平目的的核项目提供援助”，承诺帮助伊朗完成核电站建设，还同里海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声明，谴责在该地区使用武力。
国务卿赖斯还在为11月举行的“中东和会”做外交努力，伊朗已经明确表示不参加，沙特把解决巴以问题作为与会的先决条件。会议还没有开，各方的期望值越来越低。巴基斯坦的政局依然不稳定，贝·布托刚回国就遭到了极端分子用炸弹的“欢迎”，穆沙拉夫的陆军司令部也遭到袭击。阿富汗，塔利班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美国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哀求北约盟国增加投入。此外，美国和印度的核协议、美国与韩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正面临在国会搁浅的危险。
相比之下，布什政府的外交可以让美国人略感宽慰的成绩似乎只剩下朝核、达尔富尔、缅甸这几个问题了。而当美国人仔细盘点这点成果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中国。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人应该对“China”这个单词感到很熟悉，因为这个单词出现在美国人日常消费的各种各样的商品标签上，这个单词也经常同人权、威胁等负面意义联系在一起出现在美国电视和报刊媒体之上。中国在美国外交中的积极、正面、建设性的作用，似乎让很多美国人感觉很陌生，因为中国在多数美国人的印象中要么是反人权、反民主的专制国家，要么是挥舞导弹的军事威胁，要么就是生产劣质商品毒害美国儿童、抢美国工人饭碗、污染地球的不法商贩。
面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新形象，有些美国人会感觉很不自然。有人会轻视，认为中国只有这么一点能力，碰巧干了一点好事而已。有人会怀疑，中国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格格不入，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依靠中国？有人会嘲弄，小布什鲁莽的牛仔外交最终跟中国走到一起，成了一丘之貉。有人感觉恐惧，中国正在利用美国的困境扩大软实力和势力范围，“北京共识”总有一天会挑战和取代“华盛顿共识”。阿布拉莫维茨和《纽约时报》的评论实际上也反映出了美国人看待中国五味杂陈的心态。
2005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攸关方”的时候，很多人都难以理解“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个词究竟什么意思？不少人抓住了“负责任的”这个定语，在中国方面看来，这隐含着圈套，让中国对美国的利益责任、牵制中国；在美国方面则认为，这个概念根本就是空中楼阁，中国根本不会在国际上“负责任”，也不可能跟美国的利益相关。
佐利克阐述这个概念的逻辑是：“所有的国家都为促进国家利益进行外交。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目标更远大：他们认识到国际体系维系着他们的和平繁荣，因此努力维护这个体系”，因此“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机会，能够成为负责任的一员。”如果把这段话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理解，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中美两国有责任共同维护现存国际体系的稳定，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下的繁荣。换而言之，当前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于中美两国的利益都“攸关”，“责任”也由此而生。

2006年4月，布什总统在欢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表示：“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我们两个国家共享众多的战略利益。”在随后举行的午宴上，胡主席回应道：“中美两国不仅要成为利益攸关方，而且要成为建设性的合作者。”双方领导人在英文单词后面加了一个“s”，表明“利益攸关方”是一个复数的概念：中美都是利益攸关方，共同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复杂负责任。2007年3月，佐利克在上海的演讲中把自己首创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利益攸关方”（Globe Stakeholders）。加了“s”之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正面意义就十分明确了。

近年来中美两国的在众多外交领域的实践已经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真实写照。在朝核问题上，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解决问题，协调一致地处理朝鲜导弹试验、核试验事件，为现在的成功创造了关键性的条件。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缅甸问题上，虽然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外交风格引起了美国公众的误解，但美国外交官都承认中国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此外，在台湾、禽流感、气候变化以及反恐等问题上，中美两国也在消除误解、增进谅解、扩大共识，寻找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与协调。今年9月APEC悉尼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的会谈中提出：“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
从“利益攸关方”到“建设性的合作者”，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做出努力。这种努力不仅要在外交舞台上加强协调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在两国国内塑造发展双边关系的稳定共识。目前在美国的战略精英阶层已经基本上接受并期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持这种看法的在人数上还很少，尤其对美国的主流舆论的影响还相当有限。短期内，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认识还存在很多干扰因素。
首先，美国外交的霸权心态在短期内还很难接受中国崛起的大国角色。美国学者丹尼尔·德雷泽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关于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单边主义的争议争论掩盖了布什政府大战略当中的现实性和多边主义的成分”，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布什政府把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新兴大国拉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努力。美国正在面对一个力量格局变动的“新－新世界秩序”，然而美国还没有做好接受现实的心理准备。
其次，美国外交的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因素还会对中美关系构成很大的干扰。近年来，布什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对华关系上建构相对稳定的局面，一个重要因素是共和党一家独大和“9·11”事件在压制了利益集团和党争。如今随着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控制国会以及2008年大选的临近，中美关系正面临新的考验。
然而，如今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15年前的中美关系，关键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际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和适应者，而已经具备了主动影响和塑造环境的能力。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已经在有意无意地通过生产、消费、文化与外交输出自己的影响力。下一任美国总统最有力的竞争者希拉里·克林顿也认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将是本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存在巨大的差异和诸多分歧，“美国和中国能够而且必须共同完成很多事务。”因此，中国不会简单地成为美国外交的依靠，而将日益彰显一个面向全球的负责任的大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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